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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乡村公共空间是村民人情往来、生产生活、信息沟通、休闲娱乐的公共平台，是推进乡

村振兴战略的社会基础，并成为学者观察乡村社会基本属性的重要研究路径。透过新时代村

庄公共空间的实践形态，基于“无主体熟人社会”分析概念的反思与拓展，从理论上把乡村社

会中青壮年等行动主体大量外流背景下的乡村公共空间的现象解读为“无主体化”。村民大量

外流导致村庄缺乏足够数量的行动主体来支撑乡村公共空间的顺畅运转，呈现乡村公共空间的

“无主体化”现象。具体表现为两个方面：外在形态上，“人不在村”意义上公共空间变迁导致

乡村公共场所逐渐冷清、乡村公共活动逐渐减少；内在价值上，“心不在村”意义公共空间变迁

导致村庄舆论约束机制不足，村民认同能力弱化。“无主体化”现象是对新时代乡村公共空间

萎缩的一种理论解读，而“实体式再造”和“虚体式再造”为乡村公共空间的“无主体化”提供

一种舒缓策略。以“文化惠农”为基点的乡村公共空间“实体式营造”在促进村民之间关联和

唤醒乡村社会记忆中发挥重要功能，为村民之间关联创造机遇、为丰富村庄公共活动提供契机

及为建构村庄现代公共生活奠定基础；以“移动互联网实践”为基点的乡村公共空间的“虚体

式营造”在唤醒村庄舆论约束机制和培育村庄认同能力具有重要功能，为村庄公共舆论制约机

制的生效、村民的村庄认同能力的强化提供契机。

[关键词] 无主体化    公共空间    实体式营造    虚体式营造

[中图分类号] C912.8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983X（2023）01-0106-09

收稿日期 ： 2022-01-25 ； 修回日期 ： 2022-07-08

*基金项目：2021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面向数字贫困农民的公共服务信息可及性研究”（21BZZ060）

作者简介 ：郭明，助理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政治学博士，主要从事数字时代的乡村治理研究。

一、导论

新时代，党中央提出乡村振兴战略以推动

乡村社会的全面发展，而乡村公共空间营造是

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社会基础。乡村公共空间

是村民人情往来、生产生活、信息沟通、休闲娱

乐的公共平台，并成为学者观察乡村社会基本

乡村公共空间的“无主体化”现象及其缓解

属性的重要研究路径。乡村公共空间类似于哈

贝马斯所提出的介于国家领域与私人领域之间

的“公共领域”，[1]（P3）村民围绕乡村社会中的公

共活动（事件）而展开多面向、多角度、多层次

的交往、沟通、约束的物理性公共场所。长期以

来，乡村公共空间是维系一个具有血缘、地缘、

民俗信仰的乡村共同体的重要载体。然而，改革



第1期 乡村公共空间的“无主体化”现象及其缓解 ·107·

开放40年以降，在市场力量对乡村社会进行深

度整合的背景下，乡村社会中大量青壮年村民

不断地流出，乡村不断地呈现“空心化”特征，

乡村社会秩序与人口结构发生翻天覆地的变

化，熟人社会统摄下的人情、面子、关系等机制

在市场经济的作用下发生变异，由此带来乡村

公共空间的重大变革。传统意义上的河道边、

房屋庭院、祭祀场所等供村民人际交往的公共

平台渐渐丧失其原有功能并正在走向衰落。[2]

相关研究已表明，公共场所在变革、公共活动

在减少、公共权威在弱化、公共资源在削弱等

成为衡量乡村公共空间萎缩的理论依据。[3]然

而，已有研究并没有回答新时代乡村公共空间

萎缩的基本属性并对其进行理论概括。

鉴于此，本研究从吴重庆教授提出的“无

主体熟人社会”出发，把新时代公共空间的萎

缩解读为乡村公共空间的“无主体化”，随后呈

现“人不在村”和“心不在村”下乡村公共空间

“无主体化”的在外形态和内在价值，最后建

构一个“双管齐下”的治理策略来舒缓乡村公

共空间“无主体化”现象。

二、“无主体化”：新时代乡村
公共空间萎缩的一个解读

“熟人社会”是一个理解乡村社会的成熟

概念，也是学者分析中国乡村社会属性的起点。

乡村熟人社会的运行逻辑具体表现为“舆论压

人、面子有价、社会资本可累加”等。[4]在熟人

社会中，村民之间属于一种私人关系，通过这

个关系可以形成社区关系网，形成彼此之间的

信任感。这种信任感主要靠“礼治秩序”“无

讼”“长 老政 治”及“无为政 治”等来给 予维

系。[5]“熟人社会”成为分析变革中的乡村社会

的重要理论工具，并基于此形成接力性研究工

作，如“半熟人社会”[6]等。

吴重庆教授通过长期的田野观察，基于帕

森斯社会结构中“行动者”角色的分析，认为当

前乡村社会中缺乏足够数量的年富力强的活跃

主体，由此导致乡村社会运转的失灵，出现了

诸如“面子贬值”、“舆论失灵”、“社会资本流

失”、熟人社会周期性呈现等乡村社会“病态”

现象。借助费孝通先生对传统乡村社会的“熟

人社会”概念，吴重庆把村庄中年富力强的中青

壮年不断流失背景下的乡村社会概括为“无主

体熟人社会”。[7]（P197）这个概念不仅从实践上准

确地描述了巨变中乡村社会的基本性质，由此

成为理解当前乡村“空心化”、村民“个体化”、

乡村治理变道等现象的重要抓手，而且从理论

上参与到解释乡村巨变中乡村治理诸多悖论现

象之中，并与其他理论解释一道为理解乡村社

会变迁提供了解释体系。翟学伟教授亦对“无

主体熟人社会”赞誉，并表示对回答当前中国乡

村社会是什么特质已经有机会“看到理论苗头

的出现”。[8]

那么，“无主体熟人社会”运行逻辑下的乡

村公共空间是什么？人口构成是影响村庄公共

空间构成的关键变量，鉴于此，从“无主体熟人

社会”寻求理论资源，以乡村社会中青壮年逐渐

外流为切入点，我们把“无主体熟人社会”背景

下乡村公共空间概括为乡村公共空间的“无主

体化”。吴重庆尝试突破从量变上（半熟人社

会）理解熟人社会运行机制，提出“无主体熟人

社会”来理解乡村社会的巨变。[7]（P197）实际上，

“无主体熟人社会”不仅是理解村庄中的行动

主体（村民）走出乡村社会的基本形态，而且还

应该包含行动主体（村民）走出村庄后的精神

层面的变化过程。行动主体（村民）离开乡村社

会的行为亦是村民心理过程发生变革的契机。

从这意义上看，“无主体熟人社会”不仅包括

行动主体（村民）的行动逻辑（“人不在村”），

还包括行动主体（村民）的心理变化（“心不在

村”）。有学者在一篇评论性文章中亦指出：从

“无行动主体”和“无主体性”两个角度来理解

“无主体熟人社会”则是更全面、更深刻地反

映新时代农村社会诸多混乱现象一个完整的理

论体系。[9]

乡村公共空间的“无主体化”指乡村中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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壮年走出后乡村公共空间呈现的“人不在村”

和“心不在村”双重困境，进而导致乡村“外在

形态”和“内在价值”遭遇的衰败景象。具体而

言，随着村民大量外流，缺乏足够数量的行动

主体导致难以支撑乡村公共空间的顺畅运转，

直接导致村庄社会中公共场所逐渐冷清、公共

活动逐渐减少、村庄公共性阙如及其村庄认同

感弱化等。乡村公共空间的“无主体化”现象为

乡村社会带来两个层面的变革：一是物理意义

上公共空间变迁导致乡村公共场所逐渐冷清，

乡村公共活动逐渐减少，最终导致村民之间关

联度降低，村民原子化趋势明显，即“人不在

村”。二是精神意义上乡村公共空间变革导致乡

村伦理道德价值丧失公共舆论与公共规则的生

产动能，村民对乡村认同感和归属感的阙如，即

“心不在村”。“人不在村”与“心不在村”主导

下的乡村公共空间形态存在互为因果关联。“人

不在村”逻辑导致乡村公共场所日益冷清、乡村

公共活动逐渐减少，由此导致乡村社会伦理道

德机制难以发挥往日效用；“心不在村”逻辑导

致乡村公共空间内在伦理道德价值瓦解，难以

发挥整合机制，反过来亦促成乡村公共场所冷

清、乡村公共活动减少。总之，乡村公共空间的

“无主体化”现象是对“无主体熟人社会”这

一分析概念的深化和拓展，是对“无主体熟人

社会”统摄之下的乡村社会（人情变异、交往弱

化、面子有价等）诸多乱象的精准解读，更是理

解当前乡村公共空间萎缩的一种理论解读。

三、乡村公共空间的“无主体化”
的表现

依据上文分析，我们把新时代乡村公共空

间概括为“无主体化”。乡村公共空间的“无主

体化”现象主要包含物理意义和精神意义两个

层面的意涵。“人不在村”导致的物理意义上的

乡村公共空间外形态的萎缩与“心不在村”导

致的精神意义上的乡村公共空间内在价值的消

逝。我们将围绕上述两个维度对乡村公共空间

的“无主体化”现象展开分析，呈现乡村公共空

间的“无主体化”现象的现实图景。

（一）“人不在村”：公共空间外在形态的

日趋萎缩

本文所涉及的物理意义上的乡村公共空间

指承载村民互助活动、生产生活、思想交流、

民俗活动开展的公共性媒介，比如谷场、庭院、

祠堂、庙宇、小卖铺等。传统意义上的乡村社会

中，这些物理空间通常成为村民聊天、集体活

动的公共场所，红白喜事、民间互助行为、文艺

汇演等乡村公共活动都在这样的公共场所中进

行。村民基于在公共场所进行互动与交流，进

而形成约束村民行为的乡村公共舆论和约束机

制。总之，传统乡村熟人社会中的物理空间具有

实现村民关联、培育社会资本、营造公共舆论

的作用。随着乡村公共空间的“无主体化”的蔓

延，村庄的公共场所和公共活动在“人不在村”

的背景下发生了巨大变革。

首先，冷清的公共场所成为普遍现象。乡

村公共场所是村民合作意识生成、信任机制建

立、道德约束形成的重要载体。熟人社会的“人

情”与“面子”正是在乡村公共场所内村民之间

图1   乡村“无主体化”理论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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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互动之中形成的，并成为维持乡村秩序的

内在价值。村民之间持续互动能够把村民连接

起来，促进情感沟通，使乡村社会维持长期稳

定和和谐发展。然而，改革开放40年以来，市场

化和城市化的“虹吸效应”使乡村社会的人口

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呈现“无主体化”特征。为

了实现家庭的收支平衡，乡村社会中大量青壮

年涌入城市谋求生活，乡村社会由“386199”部

队所组成，昔日热闹的家庭庭院、小卖铺、大树

底下等公共场所变得异常冷清。此外，由于生

活多元化、村民“私密化”兴起，留守在村村民

也不再把介入乡村公共场所视作生活的“必需

品”。财富积累带来的村民阶层的分化导致不同

阶层村民已很难有共同话题，村民之间关联逐

渐弱化。总之，在乡村公共空间的“无主体化”

的境况下，乡村公共场所已难以扮演起搭建村

民之间关联的平台，最终导致乡村公共场所逐

步走向冷清的尴尬境地。

其次，衰败的公共活动成为主流。乡村公

共活动是建构村民关联、拉近村民距离、促进

村民互助的润滑剂。生活在乡村社会中的村民

在日常生活生产等中形成生活类、娱乐类、生产

类公共活动。这些公共活动赋予乡村社会的勃

勃生机，使生活意义超过村民个体层面，由此

为乡村社会和谐秩序的生成奠定基础。然而，

随着村庄中的行动主体大量外流，公共生活和

农业生产活动发生重大变革。农业生产上，邻

里互助、帮工换工等公共活动业已渐渐消失。

由于乡村青壮年群体常年务工在外，乡村建房、

修墙等活动需要通过货币化方式来解决，农业

生产也很少通过村民之间帮工互助的方式加以

解决，而更多地是以货币化方式进行农业机械

化加以解决。[10]日常生活上，乡村公共活动的开

展离不开青壮年的组织和协助。青壮年流失导

致乡村娱乐活动、祭祀活动等亦慢慢地淡化。

村民公共文化活动逐步退缩到家庭层面，村民

之间的互动次数大大减少。值得注意的是，在

乡村公共活动中，“红白喜事”是乡村公共活动

的重要表现形式，是村民之间情感交流、信息沟

通、人际交往的重要渠道。红白喜事过程中也

形成了村民之间互帮互助的优良传统，为乡村

共同体形成带来契机。然而，随着青壮年行动

主体的逐渐流失，乡村“红白喜事”渐渐地呈现

“熟人社会的周期性呈现”[4]的特征，即每年春

节青壮年回乡时乡村“红白喜事”最旺盛，而其

他时段，大多数村民都在外务工导致乡村“红

白喜事”基本难以实现昔日的热闹场面，甚至出

现吴重庆所说的“找青壮年抬棺材的都凑不齐

人”[4]。总之，乡村社会中青壮年外流的境况下，

乡村公共活动亦日益走向衰败。

（二）“心不在村”：公共空间内在价值

日趋消逝

“人不在村”背景下，物理意义上的乡村

公共空间逐渐走向萎缩，承载乡村公共空间的

公共场所与公共活动逐步冷清化、衰败化。精

神意义上的乡村公共空间因乡村中青壮年的流

失，村民之间缺乏有效交往与良性互动，导致乡

村内在价值和乡村舆论的生产能力和约束能力

被大大削弱，村民对村庄认同感随之弱化。

首先，舆论约束失效。村庄公共舆论是规

范村民的基本行为准则，是乡村社会的村规民

约和公共规则的重要来源，是超越村民个体、

家庭组织的一种制度实践。作为村民个体也会

主动融入乡村公共生活，建构村民之间的沟通

与交流的公共规则，以此为行为准则，形成乡村

与村民之间的有效平衡。只有村民具有主体意

识，才会形成对乡村社会的热爱，才会产生并主

动遵守乡村公共规则的强烈意识。在乡村社会中

“不要面子”“破坏规则”等行为将会受到村庄

舆论带来的压力。然而，大量青壮年脱离了乡村

公共空间导致村庄公共舆论制约村民行为的能

力逐渐失灵，道德舆论对村民行为的规约能力

正在弱化，为维系村落社会的基本生活秩序带

来严峻挑战。由于村民生产生活的外部性，村民

行动规则往往从自身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乡村

公共利益出发，乡村公共规则已难以成为约束

村民关系的纽带，最终会出现“舆论失灵、面子

贬值、社会资本流失”[4]等困境。此外，村民回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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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参与乡村公共活动更多地是为了“面子竞

争”和“财富证明”，并不是把乡村社会作为归

属性体验。村民已形成不同阶层，乡村社会的约

束机制基本处于失灵状态，老人赡养、婆媳关

系、婚内出轨等社会热点现象则是乡村公共性

弱化的具体体现。

其次，村民认同弱化。乡村认同感是村民

对乡村公共精神与公共文化的一种认可，是勾

连村民与乡村社会之间关系的文化力量。传统

乡村社会，祭祀活动、拜祖活动等民间重要民

俗活动促进村民与乡村之间的依恋关系生成，

实现村民对乡村社会的认同也是沉淀成乡村社

会记忆的关键所在。某种意义上，乡村社会记

忆是塑造村民对乡村认同的重要文化基础，能

把个体村民与乡村历史有机地勾连起来，由此

形成乡村文化根基，塑造村民对乡村浓郁情感

的力量之源。[11]乡村社会让村民有精神和灵魂的

归属感，生命具有价值和意义。然而，随着青壮年

群体不断流失，村民与乡村社会的依恋关系逐

渐被弱化，村民的生活面向已不再只有乡村的狭

小世界，乡村社会记忆所形成的凝聚力和认同

感逐渐弱化，人情、面子等运作机制发生变化。

虽说村民亦会周期性地回到乡村参与乡村社会

中的祭天迎神、宗族活动、婚丧嫁娶等仪式性

活动，但是村民回到乡村的蕴意已发生改变，其

行为更多地是为了人际交往中“赢得面子”“证

明自己”等，而不是把乡村当成归属地，“我们

村”“我是本村的人”的意识渐渐淡化。某种意

义上，具有凝聚力的乡村社会逐渐走向“一盘

具有磁性的散沙”[12]如何建构村民对乡村社会

的认同成为消解乡村永续发展的现实困境。

四、双管齐下：乡村公共空间的
“无主体化”现象缓解策略

市场经济渗透乡村社会为村庄的人口结构

带来巨大变革，并形塑着乡村公共空间的基本

形态。“人不在村”与“心不在村”导致乡村公共

空间的“无主体化”现象，进而导致村民之间关

联弱化、村庄公共活动衰败、乡村公共舆论失

灵、乡村认同机制弱化等，最终引致乡村社会

凝聚力的弱化。[13]大量青壮年村民离开乡村社

会导致越来越缺乏整合村民的公共平台。[14]有

研究者指出则从农村社会组织发展的角度再造

乡土团结，使原子化的村民组织起来，建构“新

公共性”。[12]有学者指出，重构乡村公共空间的

着力点在于培育农村民间组织[15]，应该强化乡

村公共权力以使乡村公共空间得以持续并呼吁

国家权力介入的必要性。[16]刘春荣也认为，国

家力量的介入对村庄社会资本的培育具有重要

意义。[17]还有学者从文化建设角度出发，当前

农村空心化背景下，需要作为知识系统的儒学

“下乡”。[18]总之，上述策略对缓解乡村公共空

间“无主体化”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在当前城市化和市场化高歌猛 进的背景

下，大量中青年行动主体流失导致乡村公共空

间出现“无主体化”现象，并已成为不可逆的事

实。传统乡村社会中，作为行动主体的村民是乡

村公共空间营造过程中扮演关键角色，基于村

民之间互助、生活、生产而生成的乡村公共空

间是维系村庄社会秩序的关键载体。针对当前

乡村公共空间行动主体（“留守村民”与“打工

村民”）的变革，我们提出一个“实体式营造”

和“虚体式营造”相结合的双管齐下治理框架，

通过复兴实体型公共空间与建构虚体型公共空

间来缓解乡村公共空间的“无主体化”实践困

境。在此过程中，村级“两委”是村庄社会的重

要行为主体，在舒缓乡村公共空间的“无主体

化”过程中扮演关键角色。乡村公共空间的“实

体式营造”和“虚体式营造”的相互补充和良性

配合为村民之间关联、村庄活动兴盛、舆论约

束激活及村民认同培育提供来一定的契机。

（一）实体式再造：以“文化惠农”政策为

基点

乡村公共空间“无主体化”现象导致传统乡

村社会中的堂前、祠堂抑或树下等不同乡村公

共空间形态已难以发挥促进村民关联的纽带。

随之而来的是，乡村社会中的民间特色民俗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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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也越来越难以举办起来，村民难以被整合和

组织起来。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对乡村公共文化

建设给予高度重视，并把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

实施行动之中。近年来，各级地方政府采取“文

化惠农”实践策略，巧妙地与地方性文化（特色

民俗活动）相衔接，注重挖掘乡村社会特色民

俗活动，大力发展文娱类、民俗类等形式多样

的文化活动以丰富村民业余文化生活。[19]针对

乡村公共空间中青壮年流失的现象，村级“两

委组织”充分落实“文化惠农”政策，并巧妙地

激活地方民俗活动以构建“文化大院”“农家书

屋”及“文化礼堂”等乡村公共平台（如浙江省

“文化礼堂”[20]、广东省“乡贤理事会”等[21]），

来挽救乡村公共空间没落的问题，充分调动留

守在村村民的参与积极性，搭建留守在村村民

之间的内在关联，最终实现乡村公共空间的拓

展。我们把其称为乡村公共空间的“实体式营

造”。“实体式营造”的关键在于党中央的“文

化惠农”政策与乡村本土资源有效地集合，从而

保证国家文化政策与本土内生性文化力量实现

有效衔接。

以“文化惠农”为基点的乡村公共空间的

“实体式营造”在促进村民之间关联和唤醒乡

村社会记忆中发挥重要功能。首先，“文化惠

农”政策为村民之间关联创造机遇。村庄青壮

年流失导致传统乡村公共空间走向没落，以政

府主导与地方记忆相结合构建的乡村新型实体

公共平台成为整合村民的纽带。该平台的交流

机制和活动开展不仅丰富在村村民的业余文化

生活，而且成为营造乡村公共空间的新的实践

载体，重新把村民有机地连接起来。其次，“文

化惠农”政策为丰富村庄公共活动提供契机。

大量村民流失导致传统乡村社会公共活动走向

衰败，由此导致乡村社会记忆渐渐淡化。“文化

惠农”政策强调要以政府主导与地方民俗活动

相结合的方式展开，这在一定程度上搭建村民

之间的联络，在基础上能够复活村庄的互帮互

助和传统村庄公共活动。此外，开展村庄公共

活动的过程亦是把传统地方特色民俗活动“找

回来”并 把其与现代性村庄公共 生活结合起

来，在一定程度上把村民“拉回到”传统乡村社

会之中，激发村民对传统村庄公共生活的向往，

勾起童年时代的美好回忆，实现乡村文化的连

续统，最终实现以在村村民为主体的，以地方

特色民俗活动为载体的实体型乡村公共空间的

兴旺。

总之，新时代实体型乡村公共空间营造策

略不仅应该挖掘传统民间特色习俗活动，而且

应该注重引入国家常规性力量作为重要支撑。

党中央推行的“文化惠农”政策属于村庄社会

的外生性制度安排，在落实过程中应注重与村

民的内在需求之间相匹配，否则再完美的制度

设计也只能沦为一种摆设。当然，村民是乡村公

共空间的行为主体，乡村公共空间营造与乡村

社会人口结构密切相关，打工村民持续不断地

返乡是乡村公共空间的繁荣的关键。为此，村庄

治理主体应该壮大其产业能力、优化乡村产业

结构，强化农村第一、二、三产业的有机融合，

搭建起村民返乡创业就业的有效管道，吸引更

多的在外务工村民回乡发展，建构村民之间的

利益关联体，实现农村产业的结构良性发展与

乡村公共空间繁荣兴盛的协同发展，最终为践

行乡村振兴战略奠定坚实的社会基础。

（二）虚体式再造：以“移动互联网实践”

为基点

传统乡村社会是一个具有明晰边界的地域

空间，村民在该地域空间中形成内在关联，由

此形成村庄的公共规则的机制。随着微信、快

手、抖音等社交APP的广泛使用，外出务工村民

可以即时与村庄社会搭建内在联系。虽然乡村

社会中的青壮年等行动主体逐渐走出乡村世界

到城市务工维持生计，但留守村民仍然可以通

过移动互联网平台与在外务工的本村村民展开

沟通、对话、协商、交流等。有研究表明，微信

群成为拓展村民之间交往空间，提升村民之间

沟通能力，凝练乡村社会凝聚力的重要媒介，[22]

由此实现从村民之间从“弱度关联”向“强度关

联”过渡，最终推动村庄公共空间从物理性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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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场所向虚拟性公共平台过渡。针对新时代乡

村公共空间的“无主体化”现象，村级“两委”

应主动抢占移动互联网的战略高地，巧妙地抓

住这个“关节点”，妥善地建构移动互联网公共

平台，搭建村民（在村村民之间；在村村民与打

工村民）之间的线上联络机制，从而营造一个

区别于实体型公共空间的新类型——虚体型公

共空间。

以“移动互联网实践”为基点的乡村公共空

间的“虚体式营造”在唤醒村庄舆论约束机制

和培育村庄认同能力具有重要功能。首先，村

庄舆论制约机制生效。近年来，中青年外流导

致村民违反乡村道德规范的行为（虐待老人、

偷盗抢劫）等现象频繁出现。村民之间基于移

动互联网平台建立起来的关联机制，为对违反

社会道德规范展开批判、监督、规范等以重建

乡村社会中公共舆论，为维系乡村社会的公共

秩序奠定文化基础。此外，为了缓解村民外出务

工无法参与村庄公共事务处理的困境，移动互

联网平台为村民针对乡村重大事宜或公共性议

题展开在线民主协商提供机遇。不同时空下的

村民可以通过智能手机社交软件即刻就乡村社

会中的重大公共议题展开对话、讨论与协商，

最终达成“乡村共识”，最终推动乡村公共事务

的妥善解决。其次，村民认同能力强化。移动互

联网社交软件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唤醒在外村民

对乡村社会历史文化的记忆、让乡村社会历史

感通过网络平台得以展现，并渐渐地渗透到村

民的内心深处，使之时刻感知乡村社会即在身

边。在演绎乡村社会记忆的进程中，村民能够在

平等地参与乡村社会的公共事务，最终形成社

区共同意识，巩固对乡村社会社区记忆的魅力。

日常生活中，在村村民可以通过移动互联网平

台把村庄民俗活动、农业生产情况、红白喜事

等以拍摄小视频的方式分享给远在他乡的打工

村民。这就可以让在外务工村民在虚拟网络中

体味到昔日乡村公共生活中的深刻片段和乡村

社会的真实的日常生活。

总之，移动互联网嵌入乡村公共生活能够

促进村民主体与乡村社会之间的协同发展和良

性互动，为化解乡村公共空间“无主体化”提供

某种思路。乡村社会中的“无主体化”现象并不

必然导致乡村公共空间走向衰败，相反则可能

因移动互联网嵌入乡村公共生活为破解乡村公

共空间的“无主体化”现象提供某种思路。当

然，移动互联网嵌入乡村社会并不是要让虚体

式营造取代实体式营造，而是两者共同作用来

舒缓乡村公共空间的“无主体化”困境。

五、研究结论

党的二十大报告针对农村农业问题提出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按照“产业兴旺、生态

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体

要求，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为中国现代化建设

提供重大支撑。[23]乡村公共空间营造是推进乡

村振兴战略的社会基础，是维系乡村社会秩序

的基本内核，而新时代乡村公共空间正在呈现

萎缩之势。本文通过对吴重庆提出“无主体熟

人社会”概念的反思与拓展，把新时代乡村社

会青壮年等行动主体大量外流背景下的乡村公

共空间的解读为“无主体化”。在“人不在村”

与“心不在村”双重背景下，乡村公共空间的外

在形式和内在价值均受到不同程度的挑战，如

公共场所冷清、公共活动衰败、舆论机制失效

及其认同能力弱化等。“实体式再造”和“虚体

式再造”双重策略在一定程度上舒缓了乡村公

共空间的“无主体化”现象。某种意义上，“无

主体化”现象是对新时代乡村公共空间萎缩的

一种理论解读。未来的研究可从两个方面探讨

之：首先，针对此议题从实证研究角度进一步乡

村公共空间的“无主体化”的理论意涵，并比较

不同类型乡村公共空间基本属性的异同，在基

础上提出新的研究命题。其次，推动乡村公共空

间研究的跨学科意识。移动互联网正以前所谓

的速度对乡村社会进行深度渗透，移动互联网

嵌入对乡村公共空间的影响需要更多不同学科

研究者给予必要关照和深入探讨，这当然属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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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更多研究者关注的重要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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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henomenon of “Non Subjectivity” in Rural Public Space and Its Mitigation
GUO Ming

Abstract: Rural public space is a public platform for villagers’ human exchanges, production and 
life,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leisure and entertainment. It is the social basis for promoting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and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research path for scholars to observe the basic 
attributes of rural society. Through the practice form of village public space in the new era, based on the 
reflection and expansion of the analytical concept of “non subject acquaintance society”, the rural public 
spac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a large number of outflows of young and middle-aged actors in rural society 
is theoretically interpreted as “non subjectivity”. The massive outflow of villagers leads to the lack of 
sufficient action subjects to support the smooth operation of rural public space, presenting the phenomenon 
of “non subjectivity” of rural public space. Specifically, it is manifested in two aspects: in the external form, 
the change of public space in the sense of “people are not in the village” leads to the gradual desolation of 
rural public places and the gradual reduction of rural public activities; In terms of internal value, the change 
of public space in the meaning of “the heart is not in the village” leads to the lack of public opinion restra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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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chanism in the village and the weakening of villagers’ identification ability. The phenomenon of “non 
subjectivity” of rural public space is a theoretic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shrinkage of rural public space in the 
new era, and “substantial reconstruction” and “virtual reconstruction” provide a soothing strategy for the 
“non subjectivity” of rural public space. The “substantial construction” of rural public space based on “culture 
benefiting farmers”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promoting the connection between villagers and awakening 
rural social memory, creating opportunities for the connection between villagers, providing opportunities 
for enriching village public activities and laying the foundation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modern public life 
in villages; The “virtual construction” of rural public space based on the “mobile Internet practice”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awakening the village public opinion restriction mechanism and cultivating the village 
identity ability, and provides opportunities for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village public opinion restriction 
mechanism and the strengthening of the villagers’ village identity ability.

Keywords: non subjectivity; nublic space; solid construction; virtual construction

Active Safety System Based on Feedforward Control and Futurology
YAN Yaojun, WANG Guifang, ZHAO Liqin, ZHAO Xuelian & ZHU Jining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as a term originated in the field of automobile manufacturing, “active safety” 
has gradually broken through its narrow technical field and started to be applied to the field of social safety.
However, it is worrying that when active safety is applied in other fields, there is a non-negligible confusion 
in its definition, cognition and use, which is obviously not conducive to its promotion and application in the 
field of social safety. Therefore, this paper starts with the value orientation of active safety, analyzes the 
safety culture which is dominated by the idea of preventing accidents, and puts forward a new definition of 
active safety in the field of social safety on the basis of feedforward control theory, futurology and modern 
practical technology. Meanwhile, with the vigorous development of intelligent city construction,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idea of using a series of new technological tools, such as social-film and social simulation, 
to improve the prediction, early warning and pre-control ability of digital communities on the basis of the 
existing community intelligent governance platform, so as to realize active safety. The community active 
safety system in the field of community governance mainly consists of three parts: system concept model, 
system function model and system deployment architecture. Among them, two kinds of open  safety 
technologies are proposed in the system function model, “risk prevention technology toolbox” and “simulation 
deduction technology toolbox”, which are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innovation of this paper.

Keywords: feedforward control; futurology; active safety; safety culture; social intelligent; digital 
community; system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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